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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设计合理环境规制,降低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公民健康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策略。因

此,厘清农业面源污染、环境规制与公民健康三者内在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基于Grossman宏观健康生

产函数和2007-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系统GMM法考察了农业面源污染、环境规制以及二者交互项对

公民健康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结果发现,农业面源污染与公民健康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农业面源污染

的不断恶化显著增加了食源性疾病发病数;环境规制与公民健康之间呈倒“U”型关系,拐点临界值为3.079;

仅提高环境规制强度不仅不利于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健康风险,反而引致隐形经济规模扩大,出现了显著的“绿

色悖论”;2007-2012年、2013-2018年两时期检验结果显示,强化农业污染源监管能够显著减弱“绿色悖

论”,并重塑环境规制政策的健康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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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繁荣发展。然而,繁荣背后的环境污染问题引起广泛关注,
其中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尤为突出[1]。2015年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废水中COD农业源排

放量为1068.6万吨,占比达到48.06%;氮氨农业源排放量为72.6万吨,占比达到31.59%。农业

面源污染已经成为水环境质量的首要致污因素[2-3]。近些年来,与水污染密切相关的食源性疾病发

病率居高不下,农业面源污染与公民健康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发展中不可忽视的现实问题。
然而,环境产品的公共属性和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使得单靠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步履维艰,环
境规制成为政府解决环境问题“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4]。为此,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

“鼓励各地选择长期管用的整治模式,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凸显了中央政府改善农业环境的决

心。进一步来看,农业面源污染所造成的健康危害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避免,但所造成的健康风险可

能会伴随环境规制的强弱而改变,环境规制政策可能成为缓解甚至规避环境健康风险的重要手

段[5]。因此,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当前中国农业面源污染是否引致了公民健康风险? 环境规制与公

民健康二者之间关系如何? 环境规制强度日益趋紧的背景下,农业面源污染对公民健康的具体影

响程度是否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厘清上述问题不仅有助于理解环境规制对于降低农业面源污染,
改善公民健康的有效性,而且对于制定科学环境规制政策,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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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环境污染与公民健康

环境污染与公民健康的研究始终是环境科学和医学工作者非常关注的课题,改善卫生保健条

件、养成科学生活方式和营造良好环境被认为是提升健康存量的重要来源。经济学多是基于

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理论对二者关系展开研究,早期研究主要关注环境健康效应评估。环境污

染作为影响健康折旧率的重要因素,环境污染严重地区的居民普遍面临着健康存量加速折旧的冲

击[6]。部分学者发现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7]与PM10浓度[8]的增加明显提高了死亡率。Ebenstein
etal.[9]采用断点回归方法评估了中国空气污染的健康效应,指出生活环境中的TSP(总悬浮颗粒

物)浓度与预期寿命呈负相关关系。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环境恶化和公民健康之间存在显著的负

向关系[10-12]。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学者针对水污染对公民健康的影响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显示,
河流水质恶化不仅使得公民面临更高的疾病经济成本[13],而且提高了消化道癌症发病率[14]。Cur-
rieetal.[15]、王晓莉等[16]等人的研究成果均得出类似的结论。就农业生产领域来看,中国高耗能农

业发展模式与化学投入品的低效利用和集约化耕作、大型畜禽养殖场带来的水土污染与食品安全

问题交互作用,环境负外部性日益显现[17-18]。日益增长的化肥与农药的使用以及养殖业畜禽粪便

的乱排放,导致农产品品质下降,严重威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19]。从粮食生产到消费,任何一个阶

段都可能发生食品污染。因此,农业面源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危害,通常是通过食源性疾病反映出

来[20]。部分学者研究发现,在化学污染物排放较高、水体受到污染等生态环境条件较差地区,发生

食源性疾病的比例较高[21-22]。对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农业面源污染对食源性疾病发病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农业面源污染恶化将加大公

民健康风险。
(二)环境规制与公民健康

环境规制与公民健康二者关系的研究目前仍比较匮乏,研究结论莫衷一是。部分研究认为环

境规制有助于公民健康的改善。一方面,环境规制改变了消费需求结构,个人消费需求向环保化方

向发展,促进了健康消费行为[23]。另一方面,环境规制提升所导致的人力资本优化对公民健康的

改善作用显著[24]。然而,更多学者认为简单视二者关系是单一线性的,恐怕难以反映真实关系,并
在“波特假说”的基础上,对二者关系提出了新的观点。闫文娟等[25]通过门限回归模型发现,只有

较弱的环境规制对就业有正向的促进作用,并通过收入效应改善了公民健康。而环境规制强度增

加反而损害就业,不利于公民健康的改善。另有学者认为,环境规制强度增加虽然会扩大城乡收入

差距,但收入差距扩大对公民健康的影响效果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结论[26]。此外,环境规制强度提

高虽然会改善污染现状,但同时造成隐性经济规模的扩大,若环境规制强度过高反而弱化了规制效

果[27]。由此可见,现有关于环境规制与公民健康二者关系的研究结论各不相同,但环境规制强度

具有临界值被广泛认可,若超过临界值其作用绩效将会弱化。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环境规制对公民健康的影响呈现先正后负的倒“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与公民健康二

者之间并非简单线性关系,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对公民健康的改善效应可能会弱化。
(三)环境规制,环境污染与公民健康

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的减排效应历来是研究的热点内容。如:Deanetal.[28]验证了环境规制

提高了企业生产率,从而对与环境相关的技术创新带来了正向影响。包群等[29]采用倍差法证实了

地方环境立法监管的环境改善效果明显。黄清煌、高明[30]利用面板分位数模型发现环境规制确实

促进了节能减排效率。就农业面源污染来看,虽然相关研究因具体指标选取不同,最终结果会有所

差异,但多数研究结果均认为环境规制会对农业面源污染减排带来正向影响[31-33]。更多学者不仅

探讨了环境规制的减排效应,环境规制对污染健康效应的调控也逐渐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Chay



etal.[34]评估了美国清洁空气法案(CAA)实施的健康效应,研究发现,尽管成年人的死亡率没有太

大变化,但TSP水平明显下降,空气清洁法案的成效显著。部分学者通过情景模拟的方式研究发

现,所实施的水污染规制政策在较长时期内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健康效应和经济效应[35-36]。张国兴

等[37]借助中介效应模型,发现环境规制政策有效改善了环境污染对公民健康的负向作用。可见,
环境规制的污染健康效应主要是通过干预污染水平来影响环境健康绩效的。综上所述,本文提出

假设3:
假设3:农业面源污染对公民健康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环境规制强度,恰当的环境规制强

度能有效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健康风险。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本文的模型框架基于Grossman提出的宏观健康生产理论。该理论认为,健康是由生活方式、
生活环境、教育、收入水平和医疗服务等一系列投入要素共同生产的产品。根据前述文献分析,本
文建立如下面板计量模型:

hit=αi+φ1anpit+λCit+μi+vt+εit (1)
文献分析可知,农业面源污染与环境规制共同作用于公民健康,且为了考察环境规制对公民健

康的非线性特征。在模型(1)基础上加入环境规制变量及其平方项,构建模型(2):

hit=αi+φ1anpit+φ2erit+φ3er2it+λCit+μi+vt+εit (2)
为了更好地分析环境规制防范农业面源污染健康风险的作用,在模型(2)的基础上增加农业面

源污染与环境规制的交互项,构建模型(3):

hit=αi+φ1anpit+φ2erit+φ3er2it+φ4anpit×erit+λCit+μi+vt+εit (3)
如果不考虑联立性、遗漏变量和测量误差等内生性问题,对模型(3)进行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

效应模型估计会使结果有偏且非一致。此外,健康带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累积性,即前一期的健康状

况往往会对后一期的公民健康产生影响,因此在模型(3)中引入滞后项hit-1构建动态面板模型(4):

hit=αi+ηhit-1+φ1anpit+φ2erit+φ3er2it+φ4anpit×erit+λCit+μi+vt+εit (4)
式(4)中,i代表省份,t代表年份,被解释变量hit代表第i个省份第t年的公民健康水平;hit-1代

表第i个省份第t-1年的公民健康水平;anpit代表第i个省份第t年的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erit代

表第i个省份第t年的环境规制强度,anpit×erit为环境规制与农业面源污染的交互项;Cit代表一

组对公民健康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包括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城镇化率和公共卫

生支出,μi 代表固定效应变量,vt 代表时间固定效应变量,ε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说明

1.公民健康(h)。相比于微观数据中健康水平的度量,宏观数据存在一定局限,大多数研究使

用死亡率或预期寿命对公民健康进行度量[5,12]。由于本文所要研究的重点是农业面源环境污染对

公民健康的影响,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与农业面源环境污染相关,且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是影响消费

者的饮用水及食用性商品。如果用死亡率或预期寿命作为因变量,将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对人体健

康危害所造成的边际贡献率。因此,本文采用食源性疾病患病数作为衡量健康状况的指标,更加准

确地描述面源环境污染对公民健康造成的影响。

2.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anp)。农业面源污染主要是指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总氮(TN)、总
磷(TP)和化学需氧量(COD)通过地表径流、农田排水、地下渗漏等方式形成的环境污染,主要包括

化肥污染、畜禽养殖污染、农业固体废弃物污染和水产养殖污染4类。由于目前农业污染物并没有

直接的统计数据,且农业面源污染具有不易观测、难以量化等特点,因此本文采用单元调查评估法

对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进行核算。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计算公式为E=ΣEUi×ρi×LCi。其中,



E为农业污染物排放量;EUi 为i污染单元污染基数,具体为化肥折纯量、禽畜养殖量、农作物产

量、水产养殖量;ρi 是i污染单元的产物强度系数;LCi 为i污染单元的排放系数。各项指标的产污

系数和排污系数等取值重点参考其他学者[38-39]和《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农业源系数手册》等资料

所得。

3.环境规制强度(er)。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将污染治理投资额与总成本或产值的比重作为

衡量环境规制强度指标。污染治理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政府治污的努力与决心,因而代表了

实际环境规制的强度。通常一个地区的环境规制越严格,其对于环境治理的投资额越大,即较高的

环境规制强度导致更多投资用于污染治理[39]。基于指标的相对完整性和数据可得性的考虑,借鉴

周力[40]的做法,本文采用污染治理项目本年完成投资与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来反映各地环境

规制强度。

4.控制变量。为考察估计结果的稳健性,参考相关文献,选取了人均收入、受教育程度、城镇

化水平和人均公共卫生支出作为控制变量。具体指标如下:(1)经济发展水平(GDP)。采用各地区

人均实际GDP来衡量,并利用GDP平减指数消除每年的价格影响;(2)受教育程度(EDU)。采用

各地区平均受教育水平来衡量①;(3)城镇化率(URB)。采用各地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

量;(4)公共卫生支出(PHEX)。采用各地区医疗卫生支出与地区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
(三)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样本数据包括中国大陆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本文时

间跨度设为2007-2018年②,共取得360个研究样本。相关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

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表1列出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1 变量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公民健康水平(h) 360 5.3401 5.3596 0 38.91

农业面源污染排放量(anp) 360 75.0652 85.5238 0.3826 415.2363

环境规制强度(er) 360 1.4130 0.6678 0.4 4.24

经济发展水平(gdp) 360 2.7319 1.5537 0.5851 8.3605

受教育程度(edu) 360 9.4633 1.1469 6.9237 13.3920

城镇化率(urb) 360 0.5198 0.1338 0.2824 0.8960

公共卫生支出(phex) 360 0.5505 0.3017 0.9315 1.7070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实证结果分析

前述计量模型属于动态面板模型,由于解释变量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项,采用传统的

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估计所得结果是有偏和非一致的,为了规避潜在的内生控制变量与

因变量的联立偏误导致内生性问题,同时考虑公民健康的动态依赖性,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

(SYS-GMM)对上述模型进行回归,同时引用公民健康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来解决模型中存在

的内生性问题。表2报告了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SYS-GMM的估计结果。结果来看,AR(1)统计

量显著,AR(2)统计量不显著,说明水平方程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Sargan检验结果表明工

①

②

本文对各地区受教育年限按照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高中及中专和大专及大专以上五类进行加权平均,权重分别为

1年、6年、9年、12年和16年,具体计算方法为: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识字或识字很少比重×1+小学受教育比重×6+初中受教育比重

×9+高中及中专受教育比重×12+大专及大专以上受教育比×16。

2018年和2017年部分数据由于统计缺失,本文根据前5年相关数据,采用趋势外推法计算得出。



具变量的选取总体上是有效的。
表2 动态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h(-1) 0.6291*** 0.6157*** 0.6135*** 0.5884***

(25.11) (26.00) (23.24) (20.38)

anp 0.0188** 0.0185*** 0.0195*** 0.0201***

(3.87) (4.05) (3.91) (2.33)

er -0.8374*** -2.0765* -2.2725**

(-4.31) (-1.39) (-1.47)

er2 0.3372* 0.3711**

(0.97) (0.99)

anp×er 0.0025**

(2.42)

agdp -0.3292*** -0.5619*** -0.6214*** -0.5467

(-1.24) (-2.03) (-2.59) (-1.52)

edu -1.2362*** -1.0810*** -1.0997*** -0.9955*

(-10.80) (-10.71) (-10.14) (-9.81)

urb -0.8647** -2.7274* -2.3964*** -1.3858

(-0.27) (-1.02) (0.82) (-0.31)

phex -5.6515*** -5.9312*** -6.2867** -6.0966*

(-7.54) (-6.46) (-7.83) (-7.27)

常数项 11.1204*** 10.3664*** 11.6511*** 11.2725***

(6.30) (5.92) (6.61) (4.15)

AR(1) 0.0243 0.0228 0.0210 0.0149

AR(2) 0.1556 0.1652 0.1606 0.1683

Sargan 26.3460 24.8227 24.6623 25.0006

检验 (0.7481) (0.8131) (0.8195) (0.8060)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为各系数t值

表2的回归结果表明,作为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公民健康对当期公民健康的影响显著为正,说
明公民健康的确存在动态持续变化特征。由模型(1)可以看出农业面源污染排放(anp)的回归系

数为正且在5%水平对公民健康存在显著影响,表明在不考虑环境规制的作用下,农业面源污染排

放量增加带来了食源性疾病发病数不断上升,即农业面源污染对公民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回归结

果与假设1相吻合。模型(2)-(4)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强度一次项(er)的系数为负,二次项(er2)
的系数为正,且均在10%以下水平显著,这一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食源性疾病发病数之间存

在先负后正的关系,即环境规制强度和公民健康之间存在类库兹涅茨曲线的倒“U”型关系。进一

步计算倒“U”型曲线拐点的临界值为3.079。这一结果的经济意义是: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3.079
时,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会有效改善公民健康;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3.079时,环境规制强度的提

高反而不利于公民健康改善,上述结果与假设2相吻合。模型(4)是在计量模型中纳入农业面源污

染与环境规制强度的交叉项(anp×er)来考察环境规制是否降低了农业面源污染的公民健康风

险。结果显示,农业面源污染与环境规制的交叉项(anp×er)系数为0.0025,且通过5%水平的显



著性检验,这表明环境规制强度提高不利于农业面源污染健康风险改善,当前环境规制强度并未达

到改善农业面源污染健康风险的目的,“绿色悖论”显著,假设3并未得到验证。究其原因,环境规

制强度的提高会诱致隐性经济规模扩大,隐性经济规模扩大增加了政府监管的难度,在一定程度上

削弱环境规制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健康风险的政策效果,陷入“规制陷阱”的囹圄中[39,41]。由此来看,
单纯依靠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并不能达到理想的规制效果,政府部门在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同时,更
应当加强农业污染源监管力度,控制隐性经济规模。“一手强规制,一手抓监管”或许才是减少农业

面源污染健康风险的有效措施。另外,在模型(2)-(4)中逐步加入环境规制强度变量后,农业面源

污染的回归系数逐渐变大,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增大了农业面源污染健康风

险,进一步验证了前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就其他控制变量而言,经济发展水平(agdp)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

利于公民健康改善。尽管经济发展过程中能源大量投入往往引发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但经济发

展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增进医疗资源的投入,提升了公民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edu)的估计

系数在至少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提高公民健康,这与程令国等[42]

研究结论一致。教育通过改善健康行为和提高公民收入两个途径提高了受教育者的健康水平,验
证了教育对健康的“效率提升”与“预算约束放松”两种渠道假说。城镇化率(urb)的估计系数为负,
并且在5%水平下对公民健康具有显著影响,说明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改善了公民健康。随着城镇

化深入发展,更多居民不仅享受到城市先进医疗服务,而且改善了居住环境,这都对公民健康产生

有利影响。公共卫生支出(phex)的估计系数为负,并且在1%水平下对公民健康产生显著影响。
这说明人均公共卫生支出的增加降低了食源性疾病患病数,有利于公民健康的改善,这与卢洪友、
祁毓[5]的研究结论一致。

(二)分时段的回归结果

表3 分时段面板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2007-2012年 2013-2018年

h(-1) 1.1515*** 0.5859***

(18.07) (2.78)

anp 0.0177** 0.1607*

(0.73) (1.87)

er -0.1785** -0.6872**

(-0.13) (-2.16)

er2 0.0519** 0.3055**

(0.17) (2.60)

anp×er 0.0013** 0.0008**

(1.25) (0.21)

AR(1) 0.0180 0.0158

AR(2) 0.1785 0.3905

Sargan 10.4273 7.7824
检验 (0.1656) (0.3522)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为各系数t值

前述分析可知,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加大了农业面源污染健康风险,“绿色悖论”凸显。其原因可

能是监管不力导致隐性经济规模扩大,从而约束了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那么,提高农业污染源监

管是否能够重塑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呢? 由于2012年开始实施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
中,首次将农业源水污染物纳入总量控制范围,强化了地方政府对农业污染源监管,对于控制隐性

经济规模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基于此,将全样本期以2012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2007-2012年和



2013-2018年,旨在考察监管力度加大前后环境规制对农业面源污染健康风险的政策效果变化。
表3报告了2007-2012年与2013-2018年两个时段的估计结果①。比较两个时段估计结果可以

发现:(1)就农业面源污染排放(anp)而言,估计系数由0.0177上升至0.1607,且系数均在1%水平

下显著。这表明,虽然两个时间段农业面源污染均对公民健康产生了负向作用,但后一期的农业面

源污染健康风险较前一期呈增大态势。(2)就环境规制(er)而言,不论一次项系数还是二次项系

数,第二个时段系数均高于第一个时段系数。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逐步提高,其对于公民健康

的影响效果也在逐步增强,凸显了不断强化的环境规制政策的重要作用。(3)就农业面源污染与环

境规制强度的交叉项(anp×er)而言,两个时期的估计系数均在5%水平下显著为正,环境规制并未

有效改善农业面源污染的公民健康风险,这也再次验证了假设3。但是,估计系数由前一阶段的0.
0013下降至后一阶段的0.0008,意味着自2012年以来,环境规制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健康风险的

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实际上,将农业源水污染纳入总量控制范围对农业污染源排查形成

了监管硬约束,迫使各级政府建立严苛的农业面源污染总量控制制度,严格控制并逐步削减农业氮

磷排放源头,从而促使地方政府对环境规制的监管行为日益趋紧。在这种情况下,环境规制强度增

大引致隐性经济规模扩大的局面有效缓解,“绿色悖论”逐步弱化。因此,强化农业污染源监管有助

于释放环境规制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健康风险的政策红利,重塑环境规制的政策效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实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通过以下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改变计量估计

方法,采用随机效应模型(re)②和差分GMM对模型进行再估计。其次,替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指标,
采用人群总死亡率来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再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估计结果均显示,相关核心解

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仅仅在数值上有所差异,符号和显著性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这也说明了前述估

计结果的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估计结果

解释变量
食源性疾病患病数

re 差分GMM

死亡率

re 差分GMM

h(-1) 0.2057*** 0.0115*

(3.28) (0.11)

anp 0.0003** 0.0155*** 0.0014*** 0.0167***

(0.03) (1.15) (0.09) (3.47)

er -0.3218*** -1.6219*** -0.5010*** -0.6078*

(-0.28) (-2.88) (-1.57) (-1.94)

er2 0.0669** 0.2586** 0.1211* 0.1836***

(0.27) (1.97) (1.65) (2.87)

anp×er 0.0012*** 0.0003 0.0009*** 0.001

(0.21) (0.22) (0.71) (1.32)

Wald检验 0.0000 0.0000

AR(2) 0.8325 0.1231

Sargan 0.3556 0.1634

   注:***、**、*分别表示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为各系数t值

①

②

限于篇幅,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未在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经过 Hausman检验,随机效应模型优于固定效应模型。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Grossman健康需求模型,采用我国30个省市区2007-2018年面板数据,利用系统

GMM法实证考察了农业面源污染、环境规制及二者的交互项对公民健康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

现:(1)农业面源污染对食源性疾病发病数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农业面源污染健康风险不可忽视。
(2)环境规制强度与公民健康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拐点临界值为3.079。在拐点来临之前,环境

规制强度提高显著改善了公民健康,在拐点之后,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反而不利于公民健康改善。
(3)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未能明显改善农业面源污染的公民健康风险,反而增大了农业面源污染对公

民健康的负向影响,“绿色悖论”显著。(4)2012年将农业源水污染物纳入总量控制范围后,环境规

制降低农业面源污染健康风险的作用出现明显好转,“绿色悖论”出现弱化态势,凸显了不断强化的

农业污染源监管的作用。以上结果在使用不同的计量方法和进行变量替换之后,实证结果依然

稳健。
本文的研究结果蕴含着如下政策启示:(1)积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兴农,将改善农村

环境纳入惠农政策当中,鼓励农户采用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切实保障农产品的绿色健康。(2)政
府应当继续推进各类环境政策“组合拳”,灵活运用环境标准、环境税、排污费等多种环境规制手段,
从治理结构上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推进政绩考核体系的绿色化进程,并建立健全政府环境绩效审

计及问责机制。(3)政府不但要制定严格环境规制政策,更应当注重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保持对

环境规制强度的动态调整。同时加大对隐性经济的监督和管理,矫正地方政府的短视行为,实现农

业面源污染等污染物减排目标,保障公民健康安全。(4)各地区应注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产业

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为纽带,实现经济平稳、绿色、高质量发展。同时强化公共卫生服务

水平,扩大居民健康风险医疗救治的覆盖率,降低健康侵害带来的经济负担与生命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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